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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纪萍

苏轼 （1037—1101 年），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中国文

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

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

高。他一生留下 200多万字著述，其

中包括 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

有一大批散文和书画作品。他的成就

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

系，他强调“其学必始于观书”，积

累了丰富的治学思想。他所倡导的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

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

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

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 博 观 而 约 取 ， 厚
积而薄发”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

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 《稼

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

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

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

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

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

部分再著书立说。

所谓“厚积”“博观”， 是指广博

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

“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

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

“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

行严谨阐释。“薄”不是单薄，而是

凝 练 、 精 要 、 准 确 、 深 刻 ， 做 到

“发”则中的，“发”则中肯。苏轼认

为，要想做到从容“约取”与“薄

发”，必须以“博观”与“厚积”为

基础。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

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

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

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

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一生都在践行“博观而约

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理念。如他

强调读书乃治学之根本，“自孔子圣

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强调“读书

万卷始通神”，“某闲废无所用心， 专

治 经 书 。 一 二 年 间 ， 欲 了 却 《论

语》、《书》、《易》。 舍弟亦了却 《春

秋》、《诗》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

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20

岁的时候就已经博通经史，积累了相

当深厚的学养，“比冠，博通经史，

属文日数千言”。这使他在治学方面

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写出了 《东坡易

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对于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作 出 了 巨 大

贡献。

“ 旧 书 不 厌 百 回
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

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

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

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

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

课”、“一书数过”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

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

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

《汉书》 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

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作

者由此感叹道：“东坡尚如此，中人

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苏轼直到

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

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

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 《汉

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

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

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

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

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

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

种方法与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为

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吾读

《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

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

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

事事精核矣”。苏轼对于 《周易》 也

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

终写就 《东坡易传》。他还向一位朋

友提到自己研读 《周易》 的情形，

“借示《易解》， 略读数篇，已深叹服

…… 此 书 常 患 不 能 尽 通 ， 得 此 全

编， 为赐甚重， 且乞暂借， 反复详

味， 庶几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

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

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作研究性阅读，

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

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

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苏轼曾

在给王痒的信中分享了这一方法，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

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

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

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

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这种治学理念目的明确，效果显著，

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

很大。

“ 论 古 今 治 乱 ， 不
为空言”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

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辙

对他曾有“ （苏轼） 少与辙皆师先

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

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服膺儒

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认为“古之

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

小者则弦诵也。……有学而不取士、

不论政，犹无学也”，强调要把治学

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书立说为

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

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

一特点。他的诗词中有对民间疾苦的

同情，有对新政流弊的针砭，有对国

家安危的关注，还有自己深切的爱国

热忱。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

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 《凤翔到任

谢执政启》，后又作《凤鸣驿记》，建

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吴中田妇

叹》则如实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达

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新政的不满。

苏轼留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大

都“以体用为本”，反映现实，切中

时弊，反映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在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中提

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

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把

“仁政”作为施政理想；在 《奏为法

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

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

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策略》

阐释天下形势、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针

对策；《策别》 从课百官、安万民、

厚财货、训军旅四方面提出具体措

施；《策断》 提出安边御敌之策，其

中见解非常有价值。

另外，苏轼本人最为看重的三部

学术著作 《东坡易传》《东坡书传》

《论语说》 更是他抱着传承圣人大道

的目的而写就。苏轼贬谪黄州后，承

其父苏洵之说，撰成 《东坡易传》九

卷、《论语说》 五卷，并开始撰写

《东坡书传》。后来除对前二书不断进

行修订之外，又撰成 《东坡书传》二

十卷。苏轼曾说明自己写三部学术著

作的初衷：圣人所传之大道早已被一

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

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 后人就更难识

别道之大全和真伪了。苏轼对于这三

部著作十分自信，“虽拙学， 然自谓

颇正古今之误， 粗有益于世， 瞑目

无憾”，认为这三部著作能够担负起

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

““ 其 学 必 始 于 观 书其 学 必 始 于 观 书 ””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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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

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其革命生涯中始

终注重群众工作、强调群众观念。延

安时期，为了在整风学习中改造党员

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党和群众

的联系更加密切，任弼时写了 《共产

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在

文中他用三个“为什么”强调了共产

党员要向群众学习的原因以及如何向

群众学习等问题。

“为什么说向群众
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
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
群众的问题呢？”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任弼时强调党的政策唯有得到群众拥

护才能动员群众去执行。他认为向群

众学习之所以关乎党的正确领导，是

因为党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利益

与群众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够得到群

众的拥护、动员群众积极行动。然

而，要想把党的政策有效转化为群众

的自觉行动，干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

中必须做到面向群众、关心群众生

活、倾听群众呼声以及深入了解群众

的迫切需要。任弼时把这个过程中的

“群众方法论”总结为：凡属正确的

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

的、在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这是

因为党员干部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

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力地指导群众

行动。

任弼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脱离

群众的倾向，号召党员做到毛泽东强

调的“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

当小学生的精神”，并要求每个党

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 1943年中共

中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领

导方法的决定》。任弼时认为群众有

着伟大的创造力，只要依靠群众，任

何困难都有办法可以解决。他在文章

中为脱离群众的干部画像：“有些同

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

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

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

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

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

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

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

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

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

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

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

造性。”任弼时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

办 法 就 是 党 员 干 部 要 虚 心 向 群 众

学习。

“为什么说向群众
学习，是有关理论与实
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
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
的问题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的优良作

风。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

不统一的情况，任弼时强调，有些同

志在讲哲学时，只是抽象地懂得理论

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

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

统一起来。他在文中指出，这种情况

的出现是因为有人以为理论无法指导

实践，如认为 《资本论》不能解释边

币、法币问题；还有人以为在春耕运

动、发展合作社等实际工作中没有理

论可言，也学不到理论。任弼时批判

了上述两种错误认识，并指出学习

《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

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

方法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在春

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实践中要总结

经验，找到规律，形成明确的方向。

一句话，“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

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

在任弼时看来，唯有从群众中来

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他指出马克思

主义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是从群众

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

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

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

动。任弼时认为只有通过向群众学习

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才能真正使

马克思主义成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

条，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

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

展。因此，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学习马

列主义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列原著，

还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

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为什么说向群众
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
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
问题呢？”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民性始

终是统一的。之所以说向群众学习关

乎党性，任弼时认为其原因是我们的

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

誉地位，而是为了群众谋解放。所以

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

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

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他指出党密

切 联 系 群 众 就 要 “ 与 群 众 融 成 一

片”，这是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

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

“起码条件”。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

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

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

的决心。

任弼时还指出了工作中缺乏群众

观念的干部特征：“他们在处理一切

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

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

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

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

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

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

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

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

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

强迫命令。”任弼时强调这样的干部

必然脱离群众，必然不能做好工作，

这样的情况必然发展成官僚主义，并

指出这是党性问题，应坚决纠正。因

此号召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要

坚持强烈的群众观念，在整风学习中

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缺点，使自

己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共 产 党 员 应 当 善 于 向 群 众 学

习》一文是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22周年而写的文稿。当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正在向百年大党迈进。这篇文章中

所蕴含的群众观仍然能够为党员干部

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实践，展

示中国风采，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孙来斌

教授新著 《中国制度守正创新之

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

书用精准的事实、简练的文字、清

晰的结构，呈现了中国制度的生动

故事和丰富内涵。

勇于担负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

时代使命。近年来，“中国奇迹”

“中国震撼”催生国内外理论界

“读懂”中国经济、“破译”中国制

度的热潮。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本是

一件好事，但有时免不了受种种因

素的影响而导致演绎“失真”。如

何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

音，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

急。该书以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为

己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浓浓的

家国情怀与学术担当。该书从改革

开放行稳致远的历程中，破译了中

国奇迹的制度密码；从永葆生机活

力的故事中，揭示了中国制度的守

正创新之道；从历史、理论与现实

的结合中，开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

优势。

着力探讨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

表达方式。如何讲好中国制度的故

事，是一门大学问，既要有道，也

要有术。把制度的故事写成通俗理

论读物，必须要选择恰当的话语方

式。面向大众讲述中国制度的故

事，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是

“端起架子”还是“放下身段”？翻

阅此书不难发现，它语言畅达、内

容翔实、说理透辟，生动诠释了讲

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有效方式。有时

候，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

事。中国制度生长在古老的东方国

度，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

奇。作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阐述

了中国制度的精彩篇章。同时，该

书注重各部分论述的环环相扣、层

层递进，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性。

着力提高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

传播效果。该书不仅能够引领读者

阅读中国制度的生动故事，而且还

能引导其收获故事背后蕴含的深刻

理论。该书作者从中国制度的生长

逻辑、基本内涵、显著优势、重大

价值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阐释

了中国制度守正创新的理论底蕴、

实践展开、时代要求等问题。该书

以通俗的话语讲述了中国制度造福

人民的故事、中国制度保障中华民

族奋斗圆梦的故事，着力提高讲好

中国制度故事的传播效果，积极助

力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自信。


